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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与分化: 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及其比较研究

杨 琨 袁迎春*

【摘要】论文基于 ISSP2009 社会不平等模块的调查数据，通过选取美国、德

国、瑞典、韩国四个典型福利国家，分析了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的差

异，探讨了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福利体制内组群间福利态度的分

化特征。研究发现: 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的福利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且福利

体制是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最主要因素，社会价值观念维度的社会公平感、社

会冲突感、收入差距认知以及个体自利维度的主观社会阶层均显著影响公民的

福利态度; 不同的 福 利 体 制 产 生 了 特 定 的 社 会 群 体 内 部 的 福 利 态 度 分 化 结 构，

也存在一定的态度共识。公民福利态度研究的出发点是保障福利国家存在的合

法性，是政府制 定 社 会 福 利 政 策 的 重 要 依 据。研 究 福 利 国 家 公 民 的 福 利 态 度，

能为我国当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提供方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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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强调公民福利来源的多元化，但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的

制定、福利资源的传输以及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等方面仍占据主导地位 ( 彭华

民，2012 ) 。政府福利提供与责任一直是各个国家社会福利领域中的重大议题，

公民福利态度是社会成员福利需要的表达，是政府福利提供最根本的依据。相

关研究表明，公民对某项特定福利项目的支持度会影响本国福利政策的制定以

及社会福利支出的水平 ( Jaeger，2006b，2009 ; Wong et al． ，2009 ) 。因此，探

讨公民的福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对福利国家合法性的保障、福利政策的制定与

实施以及社会团结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

以 1980 年考夫林 ( Ｒichard M． Coughlin) 的 《意识形态、公共舆论、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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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工业化国家中关于税收与支出的态度》一书为起点，公民福利态度的研

究开始从国别研究转向跨国比较研究 ( Jaeger，2009 ; 臧其胜，2016 ) 。西方福

利国家的学者在对公民福利态度进行跨国比较研究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福利体

制，即福利国家 的 制 度 安 排、福 利 政 策 以 及 福 利 意 识 形 态 等 一 系 列 制 度 特 征，

是否与公 民 对 福 利 国 家 的 再 分 配 及 其 他 福 利 供 给 责 任 的 偏 好 与 支 持 度 相 关

( Jaeger，2006b; Korpi，1980 ) 。同时，在这些公民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中都围

绕着一个基本假设，即在不同的福利体 制 类 型 ( 通 常 操 作 化 为 社 会 民 主 主 义、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福利体制) 中，由于国家、市场和家庭等在福利供给中的

角色存在着历史性和制度性的差异，因此公民对政府再分配的支持度会随着福

利体 制 的 不 同 而 呈 现 系 统 性 的 变 化 ( Jaeger，2009 ; Linos ＆ West，2003 ;

Svallfors，1997 ) 。一些实证研究证实了公民对福利国家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会

随着福利 体 制 从 自 由、保 守 到 社 会 民 主 主 义 呈 现 递 增 性 的 变 化 ( Andreβ ＆

Heien，2001 ; Bean ＆ Papadakis，1998 ; Bonoli，2000 ; Svallfors，1997 ) ，但 也

有研究并未证实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会遵循上述系统性的变化趋

势 ( Arts ＆ Gelissen，2001 ; Dallinger，2010 ; Gelissen，2000 ; Jaeger，2009 ) 。

同时，一些学者指出埃斯平 － 安德森 ( Gosta Esping － Andersen ) 对福利体制类

型的划分过于简单，未能体现福利国家制度安排的复杂性以及涵盖其他类型的

福利国 家， 因 此 在 对 公 民 福 利 态 度 的 比 较 研 究 中 增 加 了 地 中 海 式 福 利 体 制

( Dallinger，2010 ; Leibfried，1993 ) ， 以 及 激 进 自 由 主 义 福 利 体 制 ( Castles ＆
Mitchell，1992 ; Svallfors，1997 ) 。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埃斯平 － 安德森提出福

利体制的类型学概念以来，福利体制就成为社会政策国际比较研究中重要的概

念工具和分析模型，且有关福利范式的比较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福

利国家间的理论探讨和经验论证，忽视了对西方之外的福利体制类型以及非福

利国家的探讨 ( 熊跃根，2007 ) 。随着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以及东亚经济的

腾飞和社会福利的发展，学界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对东亚福利模式的特征以及

东西方福利 模 式 的 比 较 研 究 ( Goodman ＆ Peng，1996 ; Holliday，2000 ; Jones，
1990 ) ，但在公民福利态度的跨国比较研究中尚未引入东亚福利体制的视角进行

分析。因此本文引入东亚福利体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可以填补现有的福

利态度国际比较中对东亚福利模式研究的空白。

在对东亚和西方的福利体制进行比较时，东亚独特的儒家文化基础决定了

东亚福利模式的形成过程，也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区别于西方福利体制的研

究单位 ( 金卉、祝建华，2014 ) 。西方社会由于长期受到公民文化的影响，个体

被视为独立的存在，公民基于其享有的公民权利，有权要求政府履行福利责任

( Chow，1987 ) 。而东亚的儒家文化则强调家庭中心主义以及家庭本位的福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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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表现为个体是家庭网络的一部分，个人福利的实现是家庭的一种责任，由

国家提供福利的观念相对缺乏，因此公民较少地基于其公民权利要求政府承担

福利责任，这就诱导公民减少了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期待 ( Chow，1987 ; 朴炳铉、

高春兰，2007 ) 。我国属于东亚儒家文 化 圈，长 期 受 到 家 庭 本 位 福 利 文 化 的 影

响，个体、家庭和社区等而非正规制度在福利供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臧其胜，

2015 ) ，但随着我国人口、家庭结构的转变，传统家庭网络在照顾家庭成员和亲

属等方面的 能 力 减 弱，公 民 对 政 府 福 利 提 供 的 需 求 和 期 望 也 随 之 提 高。因 此，

基于与东亚家庭本位福利文化的同质性和与西方公民文化的异质性，对东西方

公民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可以深化对我国福利制度以及政府福利供给角色的思

考。目前，我国福利态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更多的未直接采用

福利态度的概念，且偏向于福利意识形态、福利认知和福利文化的研究 ( Han，

2011 ; 毕天云，2005 ; 彭 国 胜，2012 ; 万 国 威，2015 ; 闫 金 山，2015 ) ，较 少

地关注公民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基于此，本文引入东亚福利体制，并借鉴西

方福利国家学者对公民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比较视角，探讨不同福利体制下公

民福利态度的特征与影响因素，既能丰富现有的东亚福利模式特征的研究以及

福利态度跨国比较研究的成果，也能为同处于东亚文化圈的我国公民福利态度

的研究以及福利制度的建设提供切实的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本文利用 ISSP 2009 社会不平等的调查数据，选取了四种福利体制 ( 自由主

义福利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东亚福利体制) ，分

析了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的差异，并从个人自利、社会价值观念和福

利体制维度探究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福利体制内组群间福利态度

的分化特征。本 文 的 结 构 安 排 如 下: 首 先 回 顾 关 于 公 民 福 利 态 度 的 理 论 视 角，

并提出三个研究假设; 其次将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及变量处理方法; 再次

是研究发现;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讨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福利态度在不同的研究中由于其本身测量指标的不同，因而在概念使用上

存在多 元 化 的 表 述， 大 致 有: 福 利 态 度 ( Welfare Attitudes ) 、福 利 国 家 态 度

( Welfare State Attitudes) 、福利 国 家 政 策 态 度 ( Attitudes towards the Welfare State
Policies) 、福 利 意 见 ( Public Opinion towards Welfare ) 、福 利 应 得 性 ( Welfare
Deservingness) 、公 众 社 会 福 利 认 知 ( Community Perception of Social Welfare )

( Andreβ ＆ Heien，2001; Hasenfeld ＆ Ｒafferty，1989; Papadakis，1990; Svallfors，
1997 ; Tam ＆ Yeung，1994 ; Van Oorschot，2006 ) 。本文的公民福利态度是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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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支持或是不支持的方式对政府承担不同层面的福利责任做出回应，即对政

府福利提供的一种情感认同度。国际上对福利态度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主要是在西方福利国家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兴起的，目前现有的福利态度

文献也大多来自福利国家。目前，公民福利态度的跨国比较研究主要有三个分

析视角:

( 一) 个人自利视角

不同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的群体由于在政治经济利益以及面临的社会危机

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形成了对政府福利供给的不同态度 ( Jaeger，2006b) 。自

我利益假设 ( Self － Interest Hypothesis) 认为，个体的社会地位与其福利态度之

间存在直接关系，那些在社会阶层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更少关心政府的一系

列再分配政策，更倾向于认同不平等和公平原则 ( Equity Principle) 存在的必要

性 ( Jaeger，2006a) 。相关研究发现，经济安全感较强的群体，比如收入较高、

管理层、男性等，他们更容易持有经济个人主义 ( Economic Individualism) 的观

念以及更认同个人成就 ( Achievement) 是收入分配中的重要准则，认为每个人

都应该对自己的福利负责，个人福祉是努力工作的结果; 相反，那些在经济上

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包括低收入者、女性、蓝领工人等，他们更容易认同平

等原则 ( Equality Principle) 和集体责任，强调国家有责任保障他们享有一种基

本水平的经济福利、安全以及基本的生活 ( Gelissen，2000 ) 。受教育程度是影

响公民福利 态 度 的 另 一 重 要 因 素，但 是 相 关 研 究 并 未 达 成 一 致 结 论。一 方 面，

哈森费尔德 ( Yeheskel Hasenfeld) 和拉弗蒂 ( Jane A． Ｒafferty) 认为，受教育程

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持有社会民主价值观和认同社会平等、公民权利等观念，

因而 对 福 利 国 家 的 一 些 福 利 项 目 表 现 出 更 多 的 支 持 ( Hasenfeld ＆ Ｒafferty，

1989 )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可能更接受经济个人主

义，认为个人福利是奋斗和努力的结果，而不应该依靠政府的福利提供，反对

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 Andreβ ＆ Heien，2001 ) 。同时，那些更依赖福利国家的福

利项目以及能从社会保护中获得利益的弱势群体，比如老年人、女性、失业者、

低收入者、福利津贴的接受者等，更支持福利国家及其福利制度安排、制度实

施的结果 ( Blekesaune ＆ Quadagno，2003 ; Jaeger，2009 ) 。性 别 也 是 影 响 福 利

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斯瓦富斯 ( Stefan Svallfors) 认为: 女性相比男性，对政

府福利提供的态 度 更 积 极，这 是 因 为 女 性 在 劳 动 力 市 场 中 处 于 更 弱 势 的 地 位，

更有可能成为福利项目的接受者，因而对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态度更积极; 同

时，由于女性在社会化角色中的分工中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顾工作，如果政府

承担了这些福利责任，更有利于她们顺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 ( Svallfors，1997 ) 。

85

◆专栏: 福利态度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2018 年第 3 期

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女性更认同平等和需要原则，而男性更强调公平原则，因此

其对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支持程度存在差异 ( Arts ＆ Gelissen，2001 ) 。

( 二) 社会价值观念视角

埃斯平 － 安德森 ( Esping － Andersen，1990 ) 认为，不同福利体制下的公民

福利态度存在差异是因为福利国家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包括与社会平等、社

会团结以及福利国家、市场等福利供给主体在福利提供中的不同角色等相关的

观念。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公民由于他们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享有

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和想法会内化在他们的福利态度中，影响其对福利

国家福利提供的看法 ( Arikan ＆ Bloom，2015 ) 。怀默霆 ( Martin King Whyte) 和

韩春萍，基于北京和华沙的比较研究发现，与北京市民相比，华沙市民的分配

不公平感更为强烈，但北京市民对政府有更高的信任感，更赞成由政府通过一

系列再分配的措施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 ( Whyte ＆ Han，2008 ) 。有学者认为那

些更认同社会平等观念的人，更倾向于对福利国家各项福利政策的社会后果表

现出积极的态度，且更不认同福利项目可能产生的负面的经济和道德后果 ( Van
Oorschot et al． ，2012 ) 。郭静和吉尔伯特 ( Neil Gilbert) 认为，公民对政府提供

儿童照顾福利责任的态度与其对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差距大小的认知呈正相关

( Guo ＆ Gilbert，2014 ) 。谭 托 尼 ( Tony S． Tam ) 和 杨 森 ( Sum Yeung ) 指 出:

香港公民的政治冷漠感和家庭责任意识减弱，但对个体权利的认知增强且更加

认同集体主义趋向的福利模式，即更认同政府在福利提供中的作用; 且个体权

利观念较强的公民更倾向于认同政府对福利领域的介入 ( Tam ＆ Yeung，1994 ) 。

谭托尼分析了社会工作专业的港生和陆生的人道主义观念和对政府福利提供的

态度发现，总体上香港社工专业的学生比陆生的人道主义观念更强，对政府承

担福利责任的态度更积极，而陆生相对更认同要依靠个人努力来满足自己的福

利需要、实现个体尊严 ( Tam，2003 ) 。

( 三) 制度主义视角

制度主义视角认为，福利体制是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最重要的情境性因素

( Contextual Factors) ，公民对政府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支持度受到福利国家体制

的制约 ( Svallfors，1997，1999 ) 。基于制度主义分析视角的福利态度研究均是

以埃斯 平 － 安 德 森 提 出 的 福 利 体 制 的 分 类 作 为 参 考 标 准。埃 斯 平 － 安 德 森

( Esping － Andersen，1990 ) 依据政府所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的大小将福利体制

划分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三种理

想类型。具体而 言，政 府 承 担 最 大 社 会 福 利 责 任 的 是 社 会 民 主 主 义 福 利 体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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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为最后出场者、承担最少社会福利责任的是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以及介

于两者之间的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福利体制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也得到了相

关经验研究的证明。安德斯 ( Hans ‐ Jürgen Andre ) 和 海 恩 ( Thorsten Heien )

的研究发现，不同福利体制下的公民对政府承担三种福利责任 ( 缩减贫富之间

的收入差距、提供就业机会给想工作的 人、为 每 一 个 人 提 供 基 本 的 生 活 保 障)

的福利态度存在显著差别，表现为前共产主义福利体制下 ( 以东德为代表) 的

公民最认同政府承担上述再分配的福利责任，其次分别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

制 ( 以挪威为代表)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 ( 以西德为代表) 和自由主义福利体

制 ( 以美 国 为 代 表) 的 公 民 ( Andreβ ＆ Heien，2001 ) 。斯 瓦 富 斯 ( Svallfors，

1997 ) 对 8 个福利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公民对政府承担缩小收入差异等再分

配福利责任的态度受到福利体制的影响，表现为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支持度

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 ( 以瑞典、挪威为代表) 、保守主义福利

体制 ( 以 德 国、奥 地 利 为 代 表 ) 、自 由 主 义 福 利 体 制 ( 以 美 国、加 拿 大 为 代

表) 、激进主义福利体制 ( 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 。但一些实证研究也并

未证实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支持度遵循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到自由

主义福 利 体 制 递 减 的 趋 势 ( Arts ＆ Gelissen，2001 ; Dallinger，2010 ; Gelissen，

2000 ; Jaeger，2009 ) 。格利森 ( John Gelissen) 对 14 个欧洲福利国家的公民福

利态度的比较研究发现，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中的公民对福利国家承担福利

责任的范围 ( Ｒange) 和程度 ( Degree) 均表现出最高程度的认同，相反社会民

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中的公民的支持度较低，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公民的支持

度介于二者之间 ( Gelissen，2000 ) 。达林格 ( Ursula Dallinger) 也发现社会民主

主义福利体制的公民对政府收入再分配的认同度低于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公民

( Dallinger，2010 ) 。杰格 ( Mads M． Jger) 认为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并未都与

埃斯平 － 安德森预设的福利体制假设一致的原因在于: 首先，政府福利责任包

含了目标 ( Goals) 、途 径 ( Means) 、结 果 ( Output) 等 多 个 方 面 的 内 容，其 中

目标又包含了政府福利提供的范围和程度两个维度 ( Jaeger，2006b，2009 ) 。不

同的数据库采用 的 测 量 指 标 不 同，学 者 们 对 指 标 的 分 析 处 理 方 法 也 存 在 不 同，

因而造成福利体制与公民福利态度之间的关系尚未确定。其次，很多学者认为

埃斯平 － 安德森对福利体制理想类型的三类划分过于简单，并未包含欧洲其他

类型的福利国家。斯瓦富斯 ( Svallfors，1997 ) 将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进一步细分

出激进主义福利体制，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为代表。达林格 ( Dallinger，2010 )

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作为南地中海福利体制的代表，把捷克、匈牙利、斯

洛文尼亚等作为不成熟的、处于转型期的后社会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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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东亚福利体制成为国际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热门议题。有学者指

出埃斯平 － 安德森对福利体制类型的划分忽视了对西方福利国家以外的福利模

式进行研究 ( 郑秉文，2003 ) 。东亚福利体制中的东亚，大多数研究者指的是日

本及被称为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五大经济体 ( 楼苏萍，

2012 ) 。但是，学术界对于东亚福利体制的概念是否存在一直存在争议。赞同的

一方认为，东亚福利体制的概念存在，并具有其独有的特点。万国威和刘梦云

( 2011 ) 认为东亚福利体制没有明显地受到经济、政治体制的影响，具有自己独

立的福利文化，只存在内在的差异而非整体的分裂。也有学者认为，东亚福利

体制是一个 单 独、统 一 的 且 区 别 于 西 方 福 利 体 制 的 分 析 单 位，具 有 生 产 主 义、

家庭在福利提供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长期受儒家文 化 的 影 响 三 个 特 征 ( 黄 晓 燕、

万国威，2010 ) 。李易骏和古允文 ( 2003 ) 认 为 东 亚 福 利 体 制 具 有 低 社 会 福 利

支出、低年金覆盖率、高福利阶层化、高社会投资支出等特征。古德曼 ( Ｒoger

Goodman) 和伊藤鹏 ( Ito Peng) 指 出 国 家 建 构 作 为 东 亚 福 利 体 制 的 重 要 特 征，

表现为国家通过直接参与分配和再分配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 Goodman ＆ Peng，1996 ) 。不赞同的一方认为，东亚各国由于在历史背景

与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因而东亚福利体

制这一概念比较勉强 ( Ｒamesh，2004 ) 。本文认为，虽然东亚各国家和 地 区 在

经济、政治体制以及现有的福利模式上存在差异，但并没有妨碍其在福利发展

上均呈现生产主义的特点，共享着家庭互济的儒家福利文化，重视个体和家庭

的福利责任以及低社会福利开支水平等相似性的存在。东亚福利体制的内在统

一性是真实存在的，因而本文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别于西方福利体制的研

究单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埃斯平 － 安德森 ( Esping － Andersen，1990 ) 指出，不同的福利体制产生了

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的分化结构。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中，明显的阶级

分化是社会不平等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矛盾的最主要来源，因而公民福利态

度的阶级分化可 能 较 之 其 他 福 利 体 制 最 明 显。在 保 守 主 义 福 利 体 制 的 国 家 中，

基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状态，形成了明显的内部者 ( Insiders) 和外部

者 ( Outsiders) 的区分: 内部者享受着由社会保险项目带来的社会安全感，而

那些失业者以及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群体则面临较大的生活危机，因而可能基

于公民的就业状态形成内部者和外部者的福利态度差异。在社会民主主义福利

体制中，因为女性大多在公共部门中 ( Public Sector) 工作，相反男性更多的被

私营部门 ( Private Sector) 雇佣，因此可能形成明显的福利态度的性别与部门差

异 ( Jaeger，2006b，2009 ; Linos ＆ West，2003 ; Svallfors，1997 ) 。而在东亚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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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体制中，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文化中的家族和宗族观念的影响，形成了明显的

家庭本位的福利文化，家庭作为福利提供的重要主体成为其福利体系的显著特

征 ( 万国威、刘梦云，2011 ) 。同时，在东亚生产主义的福利模式下，社会福利

政策的发展始终围绕促进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目标，且该地区的威权政治制度

体制是由保守精英占据主导地位，因而福利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为了维持精英统

治而不是以满足公 民 社 会 需 要 为 目 标 导 向 ( 黄 晓 燕、万 国 威，2010 ; 楼 苏 萍，

2012 ) 。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库中未包含测量公民对家庭福利供给态度的项目，

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在东亚福利体制中，公民福利态度是否表现出明显的阶层化

特征。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三个假设:

假设 1 : 不同福利体制下的公民福利态度存在差异。

假设 2 : 个体自利、社会价值观念以及福利体制因素均对公民的福利态度有

显著影响。

假设 2a: 个体自利因素影响公民福利态度。具体而言，那些具有较高的受

教育水平、年龄较轻、处于社会上层、在业以及男性群体，更不认同国家的各

项再分配政策，更倾向于强调由个人来承担福利责任。

假设 2b: 社会价值观念影响公民福利态度。公民的社会公平感越强、社会

冲突感越弱以及认为收入差距越小时，则越不认同政府来提供福利。

假设 2c: 福利体制类型影响公民福利态度。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公民相较

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东亚福利体制中的公民更不认同国家对再分配领域

的介入，更强调削弱政府的福利责任。

假设 3 : 不同的福利体制产生了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的福利态度分化结构。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呈现福利态度的阶级分化，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呈现基于就业

状态的内外群体的福利态度分化，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呈现福利态度的性别

分化，东亚福利体制呈现阶层福利态度分化。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 使 用 的 数 据 来 源 于 国 际 社 会 调 查 项 目 (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ISSP) 2009 年社会不平等主题的调查数据，涉及全球 38 个国家和

地区，共 55 238 个样本，问卷包含了个人基本情况、对社会公平、社会冲突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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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社会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结构类型的判断等信息。由于本文试图探讨福利

体制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而按照埃斯平 － 安德森对三类福利体制理想类

型的划分及已有文献对典型福利体制国家的选择 ( Andreβ ＆ Heien，2001 ; Bean

＆ Papadakis，1998 ; Linos ＆ West，2003 ; Svallfors，1997 ) ，选 取 美 国 ( V5 =

840 ) 代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德国 ( V5 = 276 ) 代表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瑞典

( V5 = 752 ) 代 表 社 会 民 主 主 义 福 利 体 制。同 时，选 取 福 利 国 家 韩 国 ( V5 =

410 ) 代表东亚福利体制①，共 5 712 个样本。

( 二) 变量设置及描述统计结果

1 ．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福利态度，即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支持程度。为了

避免由于对福利态度维度操作化的单一性而导致的数据分析结果的缺失，本文

选取了问卷中公民对政府再分配措施的福利态度组题: Q6b，政府应该缩小收入

差距; Q6c，政 府 应 该 保 障 失 业 者 体 面 的 生 活; Q6d，政 府 应 该 减 少 穷 人 的 津

贴。② 将该组题进行因子分析，采取特征值 ＞ 0. 92 的方法提取公共因子，KMO

值为 0. 597③，Bartlett 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性水平 ( p = 0. 000 ) ，最终得到了一个

因子，即公民福利态度，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57. 899%。且被访者的福利态度

得分越高，表明其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越高。对政府福利责任组题以

及公民福利态度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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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未选取东亚福利体制中的福利 国 家 日 本 ( V5 = 392 ) 的 原 因 在 于，参 与 调 查 的 日 本

公民在问卷中涉及公民对不同社会组群冲突状况认知的组题 Q9a 的回答存在太多的缺失值，

而中国香港、新加坡未在 ISSP 数据库中，中国台湾作为福利社会，不能与美国、瑞典、德国

等福利国家的数据相比较，因而选取了东亚福利体制中 的 另 一 典 型 的 福 利 国 家 韩 国 ( V5 =
410 ) 作为代表。

对 Q6b 和 Q6c 的答案赋值进行了逆向处理，Q6d 保留问卷中原有的赋值方式，从而

保证了被调查者的得分越高，其越认同政府应该缩小收入差距、保障失业者体面的生活以及

不应该缩减穷人的津贴。
在社会科学统计中，KMO 统计 量 大 于 0. 9 时 效 果 最 佳，0. 7 以 上 可 以 接 受，而 0. 5

以下则不适合做因子分析 ( 杜强等，2014 : 279 ) 。本文的 KMO 统计量为 0. 597，属于尚可接

受的范围。同时，一般而言，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应高于 50%。因此，本

文的因子分析是可以接受的，分析结果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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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是个体自利维度，包括被访者的

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主观社会阶层、 ISEI 指数。其中主观社会阶层是被

调查者对自己所属阶层的主观判断，1 代表最底层，10 代表最上层。 ISEI 指数

代表被访者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是基于 ISSP 数据库中的 ISCO88 ( 1988 年国

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 转换后计算得到的连续变量 ( Ganzeboom et al． ，1992 ) 。

第二个是社会价值观念维度，包括社会公平感①、社会冲突感②、收入差距认知

三个变量。收入差距认知变量是 “您认为本国收入差距很大吗”，选项从 1 到 5

分别表示非常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第三个是福利体制维

度，变量的设置前文已述。自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变量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赋值 百分比

( % )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婚姻状态 ( N =5696) 0 = 不在婚，1 = 已婚 0 1

不在婚 44. 2 － － － －

已婚 55. 8 － － － －

家庭人口数量 ( N =5663) － 2. 71 1. 37 1 10

个体自利维度

性别 ( N =5712) 0 = 男，1 = 女 0 1

男 47. 8 － － － －

女 52. 2 － － － －

年龄 ( N =5679) － 47. 63 16. 85 1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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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通过将问卷中的变量 V38 与 V39 相加合成连续变量社会公平感。被访者的得分越高，

表明其越认为社会不公平。V38 “您认为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可以购买更好的医疗

服务公平吗”，V39 “您认为高收入群体的子女相比低收入群体的子女，可以享有更优质的教

育公平吗”。
变量 V40、V41、V42、V43 调查了公民对穷人和富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管理

层和工人、社会上层和底层人民之间矛盾冲突程度的价值判断，对四个变量的赋值进行逆向

处理，将无法选择设置为缺失值。被访者的得分越高，其社会冲突感越强。对这四个变量进

行因子分析，采取特征值 ＞ 1 的方法提取公因子，KMO 值为 0. 771，Bartlett 球形检验达到显

著性水平 ( p = 0. 000 ) ，最终得到了一个公共因子，其方差贡献率为 62. 85%。因而可以将改

变赋值方式后的四个变量相加合成连续变量社会冲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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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变量赋值 百分比

( % )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受教育程度 ( N =5331) － 12. 53 3. 49 1 25

主观社会阶层 ( N =5629) 1 － 10 － 5. 42 1. 67 1 10

ISEI 指数 ( N =5302) － 44. 16 15. 75 16 90

就业状态 ( N =5687) 1 = 失业，2 = 退休，

3 = 不在劳动力市场，4 = 在业

1 4

失业 4. 4 － － － －

退休 17. 4 － － － －

不在劳动力市场 18. 8 － － － －

在业 59. 3 － － － －

社会价值观念维度

社会公平感 ( N =5501) － 7. 13 2. 26 2 10

社会冲突感 ( N =5131) － 10. 84 2. 45 4 16

收入差距认知 ( N =5567) 1 = 强烈同意，2 = 同意，3 = 中

立，4 = 不同意，5 = 强烈不同意

1 5

强烈同意收入差距太大 40. 5 － － － －

同意收入差距太大 39. 8 － － － －

中立 11. 2 － － － －

不同意收入差距太大 6. 7 － － － －

强烈不同意收入差距太大 1. 9 － － － －

福利体制维度 ( N =5712) 1 = 德国，2 = 韩国，

3 = 瑞典，4 = 美国

1 4

德国 24. 4 － － － －

韩国 28 － － － －

瑞典 19. 9 － － － －

美国 27. 7 － － － －

资料来源: 根据 ISSP 2009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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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婚姻状态和家庭人口数量两个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婚姻

作为一种安全网，使已婚群体在抵御社会风险和危机方面的能力相比不在婚的群体

更强，因此不在婚群体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态度更积极 ( Linos ＆ West，2003 ) 。且家

庭同住人口数量也会对公民的福利态度产生影响，家庭人口数量越多，更希望福利

国家承担更多的福利责任 ( Muuri，2010) 。

四、不同福利体制下福利态度的比较分析

从表 1 简单的百分比、均值比较发现，虽然政府应该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已经

在不同福利体制国家的公民中达成共识，但其对政府提供收入分配、失业保障以及

穷人津贴的福利态度仍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 公民对政府应该缩小收入差距的支

持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韩国、德国、瑞典、美国; 对政府应保障失业者体面生活的认

同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韩国、瑞典、德国、美国; 对政府不应减少穷人津贴的支持度

从高到低依次为韩国、德国、瑞典、美国。

同时，以公民福利态度为因变量、福利体制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不同

福利体制下公民的福利态度有显著差异 ( F 值 = 362. 813，p = 0. 000 ＜ 0. 001) ，验证

了假设 1。用最小显著差法 (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LSD) 进行多重比较 ( 见表

3) 发现，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对政府福利提供的支持度从高到低分别为韩

国、瑞典、德国、美国。这既符合埃斯平 － 安德森预设的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

的认同度会随着福利体制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表现出递增性，也

符合东亚福利体制突出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福利发展中重要作用的特征。而美国作为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其公民对政府承担收入再分配、保障失业者生活等再分

配福利责任的认同度最低。这也符合自由福利体制的特征，即福利制度以补缺型为

主，市场在福利资源的分配中占主导地位，国家福利供给的角色被限制在最低水平，

只有当市场、家庭失灵时，国家才会承担福利责任 ( Jaeger，2006b，2009) 。

表 3 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的比较

福利体制 均值差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德国 韩国 － . 387 52* . 038 13 . 000 － . 462 3 － . 312 8

瑞典 － . 098 72* . 042 52 . 020 － . 182 1 － . 015 4

美国 . 799 42* . 039 02 . 000 . 722 9 . 87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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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体制 均值差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韩国 德国 . 387 52* . 038 13 . 000 . 312 8 . 462 3

瑞典 . 288 80* . 040 80 . 000 . 208 8 . 368 8

美国 1. 186 94* . 037 14 . 000 1. 114 1 1. 259 7

瑞典 德国 . 098 72* . 042 52 . 020 . 015 4 . 182 1

韩国 － . 288 80* . 040 80 . 000 － . 368 8 － . 208 8

美国 . 898 14* . 041 62 . 000 . 816 5 . 979 7

美国 德国 － . 799 42* . 039 02 . 000 － . 875 9 － . 722 9

韩国 － 1. 186 94* . 037 14 . 000 － 1. 259 7 － 1. 114 1

瑞典 － . 898 14* . 041 62 . 000 － . 979 7 － . 816 5

注: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 05。

资料来源: 根据 ISSP 2009 计算。

五、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将个体自利、社会价值观念和福利体制维度的自变量依次纳入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中，通过各模型的解释度 ( Ｒ2 ) 变化以及各维度下自变量的显著性和影

响程度变化，分别探究上述各个维度的自变量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表 4 ( 模

型 1 － 模型 3 ) 各回归模型中，0. 1 ＜ 容差 ＜ 1，1 ＜ VIF ＜ 1. 990，说明进入回归

模型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且各回归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 1 至模型 3 对公民福利态度变异量的解释力 ( Ｒ2 ) 也逐渐增强。表 4 的统

计结果表明，作为 控 制 变 量 的 婚 姻 状 态 和 家 庭 人 口 数 量 会 影 响 公 民 福 利 态 度。

具体而言: 相比已婚群体，不在婚群体更支持政府承担再分配的福利责任; 家

庭人口数量越多的公民，越少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措施，这可能是因为当家庭人

口数量较多时，家庭成员间可以相互扶持和照顾，因而降低了对政府福利供给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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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控制变量

婚姻状态: 已婚 － 0. 076＊＊ ( 0. 037) － 0. 061* ( 0. 035) － 0. 053* ( 0. 034)

家庭人口数量 － 0. 025* ( 0. 014) － 0. 006 ( 0. 013) 0. 004 ( 0. 012)

个体自利维度

性别: 女 0. 054 ( 0. 033) － 0. 025 ( 0. 030) 0. 005 ( 0. 029)

年龄 － 0. 004＊＊＊ ( 0. 001) － 0. 003＊＊ ( 0. 001) － 0. 001 ( 0. 001)

受教育程度 － 0. 030＊＊＊＊ ( 0. 006) － 0. 011＊＊ ( 0. 005) － 0. 001 ( 0. 005)

主观社会阶层 － 0. 150＊＊＊＊ ( 0. 010) － 0. 080＊＊＊＊ ( 0. 010) － 0. 049＊＊＊＊ ( 0. 010)

ISEI 指数 － 0. 003＊＊＊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2* ( 0. 001)

就业状态

失业 0. 090 ( 0. 078) 0. 027 ( 0. 073) 0. 159＊＊ ( 0. 069)

退休 0. 028 ( 0. 057) － 0. 020 ( 0. 054) 0. 048 ( 0. 051)

不在劳动力市场 0. 020 ( 0. 049) 0. 056 ( 0. 046) 0. 083* ( 0. 043)

社会价值观念维度

社会公平感 0. 109＊＊＊＊ ( 0. 007) 0. 097＊＊＊＊ ( 0. 007)

社会冲突感 0. 067＊＊＊＊ ( 0. 007) 0. 051＊＊＊＊ ( 0. 007)

收入差距认知 － 0. 376＊＊＊＊ ( 0. 017) － 0. 347＊＊＊＊ ( 0. 016)

福利体制维度

德国 0. 482＊＊＊＊ ( 0. 043)

韩国 0. 833＊＊＊＊ ( 0. 043)

瑞典 0. 788＊＊＊＊ ( 0. 044)

常数 6. 293＊＊＊＊ ( 0. 114) 4. 737＊＊＊＊ ( 0. 155) 4. 074＊＊＊＊ ( 0. 154)

N 4 634 4 167 4 167

Ｒ2 0. 081 0. 294 0. 375

F 40. 926＊＊＊＊ 133. 198＊＊＊＊ 155. 461＊＊＊＊

注: 参照组分别 为: 婚 姻 状 态 = 不 在 婚，性 别 = 男，就 业 状 态 = 在 业，福 利 体 制 = 美

国。* p ＜ 0. 1，＊＊p ＜ 0. 05，＊＊＊p ＜ 0. 01，＊＊＊＊p ＜ 0.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ISSP 2009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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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个体自利维度

在个体自利维度上，年 纪 越 轻，越 倾 向 于 认 同 政 府 承 担 福 利 供 给 的 责 任。

这可能是由于年轻人相比年老的人，正处于劳动力市场中，更能清楚地感受到

社会收 入 的 较 大 差 距， 也 更 认 同 后 物 质 主 义 价 值 观， 更 支 持 制 度 化 团 结

( Andreβ ＆ Heien，2001 ) ，因而更 希 望 政 府 对 收 入 差 距 等 进 行 再 分 配 的 调 控。

这与现有的研究结果不同 ( Blekesaune ＆ Quadagno，2003 ) : 其认为随着年龄的

增长和健康状况的下降，老年人的福利需要会增加，因而更依赖福利国家的各

项福利项目; 而年轻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承担了更多的赋税，更不认同

政府的再分配措施。

模型 1 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越不支持政府对再分配领域的介入，

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 ( Andreβ ＆ Heien，2001 ; Arts ＆ Gelissen，2001 ) 。主观社

会阶层对公民福利态度呈现显著的负影响: 那些认为自己在社会阶层中处于优

势地位的群体，对政府福利供给的福利态度更消极。相反，认为自己在社会阶

层中处于底层的人，更倾向于支持政府承担再分配的福利责任。这是因为他们

往往是福利国家各类福利项目和津贴的受益者，因而会比社会上层更支持福利

国家及其制 度 安 排、制 度 实 施 的 结 果 ( Hasenfeld ＆ Ｒafferty，1989 ; Papadakis，

1990 ) 。ISEI 指数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 体 现 在，公 民 自 身 的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越

高，越不认同政府承担缩小收入差距、失业保障等福利责任，与主观社会阶层

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一致。格利森 ( Gelissen，2000 ) 认为那些经济安全感较

强的群体 ( 收入较高、职业地位较高，如管理层等) 更 不 关 注 政 府 的 再 分 配，

更认同社会不平等存在的必要性。总之，这些结果符合公民福利态度的自我利

益假设 ( Self － Interest Hypothesis) ，但由于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在模型 3 引入福利

体制变量后变得不再显著，因此假设 2a 只得到部分验证。

( 二) 社会价值观念维度

在控制模型 1 的影响下，表 4 模型 2 显示了社会价值观念因素对公民福利态

度的影响。可以看到，在引入了社会价值观念维度的三个自变量后，模型 2 的

Ｒ2 增加至 0. 325，表明社会价值观念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更大。社会不公平

感及社会冲突感越强烈的公民，越赞成政府应承担缩小收入差距、失业保障等

福利责任; 且认为收入差距较大的公民相比认为社会收入差距合理的公民，更

支持政府的福利提供责任。因此，假设 2 和假设 2b 得到验证。黄叶青 ( 2014 )

对英国、德国、瑞典和匈牙利的分析发现，社会过于不平等或过于平等都不是

07

◆专栏: 福利态度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2018 年第 3 期

最佳的状态，公民福利态度随着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现状的认知而发生变化，呈

现出钟摆式特征; 当公民判断收入差距过大时，则更倾向于加强政府的再分配

作用，当公 民 认 为 收 入 差 距 较 合 理 时，就 会 希 望 减 少 政 府 在 福 利 提 供 方 面 的

责任。

( 三) 福利体制维度

表 4 模型 3 探讨了福利体制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公

民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支持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韩国、瑞典、德国、美国，这既符

合埃斯平 － 安德森预设的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支持随着福利体制

从自由、保守到社会民主主义表现出递增性，也符合东亚福利体制强调国家在

保障社会制度化团结以及再分配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假设 2 和假设 2c 得

到验证。怀特 ( Gordon White) 强调东亚福利体制中政府的角色，指出东亚经济

体政府部门通过直接参与分配、再分配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发展中的主导地

位 ( White，1998 ) 。杰格 ( Jaeger，2006b ) 认 为 在 社 会 民 主 主 义 福 利 体 制 中，

国家是社会福利保障的主要提供者，在福利资源的配置和传输中占据主导地位，

因而去商品化程度最高，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和平等; 且公民基于其

享有的公民权利，可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公民权的实现范围和程度也最高。

六、不同福利体制内组群间福利态度的比较

埃斯平 － 安德森 ( Esping － Andersen，1990 ) 认为不同的福利体制产生了特

定的社会群体内部的分化结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福利国家内部呈现明显的

阶级分化，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福利国家内部呈现明显的基于就业状态的内外

部群体分化，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福利国家内部呈现明显的性别和部门分

化 ( Jaeger，2009 ; Linos ＆ West，2003 ; Svallfors，1997 ) 。东 亚 福 利 体 制 由 于

其威权政治 体 制 而 导 致 福 利 制 度 设 计 精 英 化，具 有 高 社 会 福 利 阶 层 化 的 特 征

( 李易骏、古允文，2003 ) 。因此，不同福利体制中社会群体内部的分化结构可

能会形成特定的公民福利态度分化特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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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探讨不同的福利体制是否产生了特定的公民福利态度的分化结构之前，由表 4 和

表 5 发现，在表 4 中作为控制变量的婚姻状态在三个影响因素模型中均比较稳定地影响着公

民的福利态度，但在表 5 中，婚姻状态并未对各福利体制下的公民福利态度产生影响。这可

能是因为在具体的福利体制下，主要呈现出上述各自的组群间分化，因此公民福利态度因婚

姻状态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被其他核心的分化结构对福利态度的影响掩盖和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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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 5 可知，在保守主义福利体制 ( 以德国为代表) 中，就业状态对公民

福利态度的影响显著，表现在失业、退休以及不在劳动力市场中 ( 例如家庭主

妇、永久性的残疾人等) 的群体，相比就业的群体，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态度更

积极。在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 ( 以瑞典为代表) 中，性别变量对公民福利态

度的影响显著，公民的福利态度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具体体现在，女性相比

男性，更倾向于支持福利国家的一系列再分配政策。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 ( 以

美国为代表) 中，虽然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未对其福利态度有显著影响，但公

民自身的主观社会阶层判断对福利态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现为那些认为自

己在社会阶层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越不认同政府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而

在东亚福利体制 ( 以韩国为代表) 中，并未出现假设 3 中所预设的公民福利态

度呈现阶层化特征，反而年龄对公民福利态度有显著性影响，公民福利态度呈

现明显的代际分化特征，具体体现在年纪越轻，越倾向于认同政府承担福利供

给的责任。这可能是由于处于东亚儒家家庭本位福利文化中的年轻人，其家庭

福利 责 任 观 念 较 强，尤 其 是 在 照 顾 老 年 人 和 抚 养 儿 童 方 面 ( Wong ＆ Wong，

2005 ) 。因此，他们除了要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个体福利、满足个人的社会需要

之外，也要承担起照顾家庭成员的重任，因而他们相比年老的人会有更强的集

体主义福利趋向的福利意识，即更认同政府承担起相应的福利责任。因此，假

设 3 得到部分验证。同时，表 5 显示，在不同的福利体制中，社会价值观念对

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比较一致，表现在社会不公平感和社会冲突感较强、认为

收入差距较大的公民，都更赞成福利国家对再分配领域的介入，体现出不同的

福利体制中公民对政府福利提供的福利态度也存在一定的共识特征。

首先，各福利体制中组群间的分化结构产生了特定的公民福利态度分化特

征。具体而言，作为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代表的美国，其公民的福利态度呈现出

明显的阶级分化的特征。正如埃斯平 － 安德森 ( Esping － Andersen，1990 ) 所指

出的，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内部，阶级分化是社会不平等和冲突的最主

要来源，且伴随着种族内部的阶级分化问题不断突出，不同种族间的差异稍微

弱化; 同时，市场作为资源分配最重要的途径，强调个体应该依靠市场来实现

自给自足，只有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通过严格的资产审查才能获得少量的政

府救助。因此，公民福利态度的阶级分化在该福利体制中最为明显。作为保守

主义福利体制代 表 的 德 国，公 民 福 利 态 度 呈 现 出 明 显 的 劳 动 力 市 场 分 化 特 征。

由于社会保险项目是与劳动者的收入挂钩，因而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优势

地位且收入较高 的 群 体，能 够 从 社 会 保 险 中 获 得 较 好 的 保 护，成 为 “内 部 群

体”; 相反，那些依赖于福 利 国 家 ( 如 失 业 者、退 休 群 体、永 久 性 残 疾 人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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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较弱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较差的 “外部群体”则面临较

大生活危机; 因此，公民福利态度的 “内外群体”分化在该福利体制中最突出。

瑞典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呈现出明显的性

别分化。这是由于在该福利体制中，女性大多被福利国家雇佣，而男性主要是

在私营部门中工作，因此他们在对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责任、税收以及公共服务

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立场。作为东亚福利体制代表的韩国，公民福利态度呈现出

明显的代际分化的特征。东亚福利体制的国家大都处于东亚文化圈，受到儒家

传统的家本位福利文化的影响，高度强调个体利益应服从家庭利益，注重孝道，

重视家庭成员和亲属间的相互照顾和扶持 ( 杨善华，2011 ) 。因此，作为家庭网

络一部分的年轻人，既要通过参与劳动力市场来实现自我负责，也要负担起照

顾家庭中长者和幼童的福利责任，更希望通过政府一系列福利供给的措施来更

好地满足自己的福利需要。

其次，在不同的福利体制中，公民对政府承担再分配责任的福利态度存在

一定的共识，具体表现为社会不公平感和社会冲突感较强、认为收入差距较大

的公民，都更 赞 成 政 府 的 福 利 供 给。从 本 质 上 看，社 会 不 平 等 和 不 公 平 认 知、

社会冲突意识均属于主观社会分层研究的领域，揭示了社会分层和社会矛盾在

公民主观认知及价值观上的反映 ( 秦广强，2014 ) 。因此，在各福利体制下，公

民主观上对社会分化的感知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较为一致，即主观社会分化

认知越高，越赞同由政府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

表 5 不同福利体制内组群间福利态度模型

变量 福利体制

德国 韩国 瑞典 美国

控制变量

婚姻状态: 已婚 － 0. 036 ( 0. 065) 0. 042 ( 0. 068) － 0. 058 ( 0. 063) － 0. 184 ( 0. 069)

家庭人口数量 － 0. 027 ( 0. 027) 0. 004 ( 0. 023) － 0. 013 ( 0. 025) 0. 004 ( 0. 024)

个体自利维度

性别: 女 － 0. 039 ( 0. 055) － 0. 085 ( 0. 054) 0. 141＊＊＊ ( 0. 054) 0. 001 ( 0. 063)

年龄 0. 001 ( 0. 003) － 0. 007＊＊＊ ( 0. 003) 0. 003 ( 0. 003) － 0. 003 ( 0. 003)

受教育程度 0. 016 ( 0. 010) － 0. 021* ( 0. 011) 0. 015 ( 0. 009) － 0. 022* ( 0. 013)

社会阶层 － 0. 095＊＊＊ ( 0. 020) － 0. 026 ( 0. 018) － 0. 033 ( 0. 021) － 0. 064＊＊＊ ( 0. 021)

ISEI 指数 － 0. 002 ( 0. 002) － 0. 001 ( 0. 002) － 0. 001 ( 0. 002) － 0. 002 ( 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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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福利体制

德国 韩国 瑞典 美国

就业状态

失业 0. 260＊＊ ( 0. 121) 0. 050 ( 0. 155) － 0. 023 ( 0. 146) 0. 234 ( 0. 133)

退休 0. 196＊＊ ( 0. 095) － 0. 003 ( 0. 121) － 0. 068 ( 0. 092) － 0. 059 ( 0. 107)

不在劳动力市场 0. 256＊＊ ( 0. 111) 0. 064 ( 0. 065) － 0. 168 ( 0. 112) 0. 086 ( 0. 091)

社会价值观念维度

社会公平感 0. 104＊＊＊＊

( 0. 015)

0. 063＊＊＊＊

( 0. 012)

0. 106＊＊＊＊

( 0. 013)

0. 105＊＊＊＊

( 0. 013)

社会冲突感 0. 030＊＊

( 0. 013)

0. 069＊＊＊＊

( 0. 013)

0. 002

( 0. 015)

0. 077＊＊＊＊

( 0. 014)

收入差距认知 － 0. 399＊＊＊＊

( 0. 037)

－ 0. 221＊＊＊＊

( 0. 032)

－ 0. 461＊＊＊＊

( 0. 033)

－ 0. 337＊＊＊＊

( 0. 029)

常数 4. 784＊＊＊＊

( 0. 283)

5. 078＊＊＊＊

( 0. 288)

4. 989＊＊＊＊

( 0. 305)

4. 135＊＊＊＊

( 0. 332)

N 1 015 1 239 777 1 136

Ｒ2 0. 281 0. 124 0. 436 0. 267

F 30. 126＊＊＊＊ 13. 370＊＊＊＊ 45. 340＊＊＊＊ 31. 473＊＊＊＊

注: 参照组分别为: 婚姻状态 = 不在婚，性别 = 男，就业状态 = 在业。* p ＜ 0. 1，＊＊p

＜ 0. 05，＊＊＊p ＜ 0. 01，＊＊＊＊p ＜ 0.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ISSP 2009 计算。

七、结论与讨论

( 一) 研究结论

第一，虽然政府应该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已经在不同福利国家的公民中达

成共识，但不同福利体制中的公民福利态度仍具有显著差异，对政府福利提供

的支持度从高到低分别为韩国、瑞典、德国、美国。这个结果既符合埃斯平 －

安德森预设的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高低遵循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

体制到自由主义福利体制递减的趋势，也符合东亚福利体制强调国家建构在社

会福利发展中主导地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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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福利体制是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最主要因素，社会价值观念维度的

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收入差距认知以及个体自利维度的主观社会阶层均

显著影响公民的福利态度。具体表现在: 公民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支持度从高到

低依次为韩国、瑞典、德国、美国; 社会不公平感及社会冲突感较强烈以及认

为收入差距较大的公民，更认同政府应承担缩小收入差距、失业保障等福利责

任; 认为自己在社会阶层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相比认为自己处于底层的

社会群体，更反对政府对收入差距、穷人津贴等再分配领域的介入; 受教育程

度对公民的福利态度也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三，不同福利体制中社会群体内部的分化结构形成了特定的公民福利态

度分化。体现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呈现明显的福利态度的阶级分化，保守主

义福利体制呈现基于就业状态的内外群体的福利态度分化，社会民主主义福利

体制呈现福利态 度 的 性 别 分 化，东 亚 福 利 体 制 呈 现 福 利 态 度 的 代 际 分 化 特 征。

同时，在不同的 福 利 体 制 中，社 会 价 值 观 念 对 公 民 福 利 态 度 的 影 响 比 较 一 致，

表现在社会不公平感和社会冲突感较强、认为收入差距较大的公民，都更赞成

福利国家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表明不同的福利体制中公民对政府福利供给的

福利态度也存在一定的共识特征。

( 二) 研究讨论

对福利国家公民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对我国福利态度的本土化研究以及现

阶段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作为东亚福利体制代表

的韩国纳入 分 析，并 进 行 东 西 方 比 较，扩 展 了 福 利 态 度 国 际 比 较 的 研 究 视 野，

而研究结果所反映出的东亚福利国家与西方福利国家的公民在福利态度上的共

识与差异，则为 我 们 提 供 了 很 好 的 研 究 借 鉴 和 福 利 实 践 参 考。扩 散 理 论 认 为，

频繁的国际接触与交流有利于国家之间社会福利模式和社会政策理念的传递和

学习 ( 林卡、赵怀娟，2010 ) ，而我国和韩国同处东亚文化圈，且互动频繁，则

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区域福利体制的发展与影响。有学者认为，韩国的社会福利

体系是对日本和欧洲社会保障模式 “适应性学习”的结果，存在地区间的政策

转移效应 ( Goodman ＆ Peng，1996 ) 。在福利国家公民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中引

入东亚福利体制，探究韩国公民的福利态度及其福利体系的特征，能对我国现

阶段福利制度的建设提供参考。韩国福利制度存在明显的家庭主义、剩余主义

以及低社会福利支出等特点，表现为更多地依靠个体、家庭和市场手段来满足

个体的福利需要，限制政府在社会福利发展中的角色 ( Wilding，2008 ) ，因 此

其公民对政府承担再分配福利责任有较高的期待。这就启示我们，处于社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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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制度转型期的中国，应当重新厘定和调整政府、个人和家庭、市场等福利供

给主体的客观福利责任边界。各福利供给主体要在满足社会成员福利需要的过

程中实现功能互补、责任分明，既要保证家庭网络在照顾亲属方面的福利供给

功能的正常运作，也要适度地扩大政府福利责任的范围和提高社会福利的支出

水平，以保障公民基本福利需要的满足以及缓解个体、家庭在福利提供上的资

源不足与结构性障碍。

及时了解我国公民的福利态度，有利于直接捕捉公民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期

望和看法。基于 ISSP 2009 数据库中国公民福利态度的数据发现，我国公民对政

府承担收入再分配 ( 81. 4% ) 以及保障失业者生活 ( 87. 4% ) 的福利责任的支

持度 相 比 四 个 福 利 国 家 的 公 民 均 比 较 高， 但 在 穷 人 津 贴 层 面 上， 超 过 一 半

( 52. 3% ) 的人支持政府应该减少穷人的津贴，只有 34. 5% 的公民认为政府不

应该减少穷人津贴，这远低于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即美国公民对政府缩

减穷人津贴的支持度 ( 65. 4% ) 。因此，相较于四个福利国家的公民，我国公民

更支持政府收入再分配和保障失业者生活的福利供给，更不赞成政府增加对穷

人的津贴。由于我国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十分强调个体福利责任的价值观，

认为个体应该通过参与劳动力市场来实现自给自足，满足自己的福利需要，且

大多数人都 认 为 贫 困 是 个 体 懒 惰 造 成 的，勤 奋 和 努 力 是 个 人 成 功 的 重 要 因 素

( Chow，1987 ; Tam ＆ Yeung，1994 ; Wong ＆ Wong，2005 ) ，因而我国公民更赞

成政府对穷人津贴的缩减。这要求政府一方面应该严格控制提供给穷人的津贴

水平，防止出现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依赖 ( Welfare Dependency) 现象，但津贴

水平也要维持穷人最基本的生活，另一方面要鼓励那些身体和生理状况良好的

穷人积极参与再就业培训项目，实现 “以工代赈” ( Workfare) ，尽快地摆脱对

政府福利项目和津贴的依赖。

市场化改革导致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面临巨大的转变，社会阶层的分化

扩大，加剧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不平等感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等，因此公民

更需要政府承担起收入再分配的福利责任。政府应该对收入差距进行适度的调

控，构建合理 的、能 够 体 现 分 配 正 义 的 收 入 分 配 制 度，以 减 少 收 入 分 配 不 公、

经济不平等和防止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

型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崛起，失业人口的数量增加，失业者面临较大的生活危机，

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定的福利资源和津贴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而对于

那些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较高的群体，他们可以对自己的福利负责，不支持政府

对再分配领域的介入与干预。因此，政府应该有侧重地关注那些福利需要亟待

满足的社会群体，比如失业和低收入者、福利津贴的接受者等社会底层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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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他们的生活能够维持在基本水平，而不落到贫困线之下，再普惠到一般的

社会成 员，从 而 构 建 起 适 合 中 国 国 情 的 适 度 普 惠 型 社 会 福 利 制 度 ( 彭 华 民，

2011 ) 。

虽然我国长期受到家庭本位福利文化的影响，家庭在福利提供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政府一直承担着有限责任，但在现阶段福利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政

府的福利供给理念也应从传统的维稳、补缺向社会需要的满足、公民权利与适

度普惠等方向转变。社会福利制度的目标定位不应仅仅是维护社会稳定，而是

应聚焦于社会福利的终极价值取向与基础，以满足社会成员的福利需要为目标

定位，建立政府福利责任与公民权利的对应关系，以提高我国公民的福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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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edthe modelusing the county party secretary career experience database． Controlling
fo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county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network，the results show that an excellent county party secretary rating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career experience． In particular，professional pat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Compared with a county party secretary from outside the county，a county party secretary
who gradually grew up from the local grassroots is much more likely to be rated an

excellent county party secretary． Career department，career level，and career diversity
matter less． This articleprovides consideration for future policy changes． The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a future county party secretary，or even local leading cadres，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a candidate's grassroots orientation so as to optimize the career path
of young cadres．
Key Words Career Experience; Career Path; Excellent County Party Secretary; Local

Leading Cadres

●SYMPOSIUM : Welfare Attitudes Study
Introduction: Welfare Attitudes∶ An Input of the Political Sustainability of the Welfare
State

Kinglun Ngok………………………………………………………………………………

Consensus and Differenti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ublic Welfare Attitudes in
Welfare States

Kun Yang ＆ Yingchun Yuan………………………………………………………………
Abstract Using the social inequality module data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 ISSP) 2009，with the United States，Germany，Sweden，and South Korea

selected as typical welfare states，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in public welfare
attitudes among the four different welfare regimes． It also discuss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ublic welfare attitudes and the cleavag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welfare attitudes within these welfare regim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ublic
welfare attitudes among the various welfare regimes． However，the welfare regime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public welfare attitudes． Sense of social justice，perception of social

conflict，and income gap in the social value dimension and the perceiv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individual self － interest dimension，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welfare
attitudes． Also，different welfare regimes produce a specific structure of attitudinal
cleavages within social groups，whereas there are also certain consensus attitud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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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of public welfare attitude research is to confirm that the welfare state's existence
is legitimate，but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olicies．
Thisstudy of public welfare attitudes in welfare states can provide direction for 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cial welfare system．
Key Words Welfare Attitudes; Welfare Ｒegime; Social Values; Self － Interest

An Analysis of German Welfare Attitudes Changes in the New Centur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hunrong Zheng ＆ Qinan Zheng…………………………………………………………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 st Century，the German welfare system has

faced many challenges，such as an aging population，high labor costs，and a heavy
national debt． The German government has adopted a series of welfare reform measures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dependence on the welfare system． However，the formulation and
reform of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must be accepted and recogniz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In view of this，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welfare attitudes in the new century
from the German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Germans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public welfare． Medical，
pension，and unemployment benefits are still regarded as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government． But， support for the provision of unemployment security and
employment positions by the government is relatively low， while the demand for

medicalandpension securiti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nfide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medical security is the highest，followed by pension and unemployment benefits，
but citizens lack confidence in the care provided． In addition，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towards welfar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Germany still exist，but there are signs of
converge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elfare attitud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ata，the
changes in welfare attitude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social
welfare policy，justice beliefs，individual self － interest，and socialization factors．
Key Words Germany; German; Welfare Attitudes;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come Inequality Perception，Expectation and Happines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he 2017 Welfare Attitudes in Guangdong

Kinglun Ngok ＆ Huping Zhang……………………………………………………………
Abstract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welfare attitud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collected in
2017，it was found that respondents had a strong sense of income inequality，but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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